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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知识行动

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是在对帕森斯以

来结构功能主义范式的继承和批判中发展起来的重

要社会理论，它系统梳理了社会学经典思想和当代

诸多社会思潮，“是一种新的社会理论的建构”①。同

时，吉登斯所处的时代两大阵营发生了戏剧性的变

化，“左灯右行”和“右灯左行”的奇妙场景出现在世

界舞台上②，面对这种现实的变化，需要理论上予以

回应。无论是“交往行动论”还是“新结构主义”，都

试图在回应这种社会现实，需要超越“左”与“右”来

看待现实发展变化。吉登斯建构结构化理论的目的

之一在于从理论上回应当时世界形势发展的新动

向，目的之二在于从理论上对已有的理论进行修

正。其最深层次的逻辑基础在于试图克服笛卡尔以

降的西方哲学社会学理论传统的主客二分思想③，用

结构的二重性去说明行动者与结构、主客之间的互

动关系④。显然，这种超越“左”与“右”、弥合兼调和

的做法在理论上开辟了“第三条道路”，为现代社会

的发展，尤其是全球政治的走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

理论视角，并为世界政治奠定了新的意识形态基础。

从理论的整体架构来看，吉登斯的理论中仍然

包含了各种理论假设和思想资源。他从整体性上回

应了马克思和帕森斯的方法和理论：第一，在方法论

上倡导“控制的辩证法”，并且以一种矛盾对立统一

的态度来判读一个社会的主体能动性和客体制约性

的统一⑤。第二，从理论的范式上认可了帕森斯结构

功能的先在性，亦即承认一种“先在结构”⑥以及在

“某种结构化上的新逆转”，从而构建出一种“自我不

断结构化的存在”⑦。

从理论的内容层级上看，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个是基于整体结构性的

动态调整来把握社会历史变迁的宏大理论；另一个

是在个体的行动中建构其知识—行动的“结构化理

论”。第一个层面离不开第二个层面的个体行动。

因此，行动与结构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基础且重要的

问题。正如霍姆伍德 (John Holmwood)和斯图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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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y Stemart)所认为的，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在众多

的行动理论中已经居于核心位置。⑧威斯特(Malcoim
Waters)更是指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不仅是行动

理论传统最晚近的继承者，而且还把行动重新放回

到了社会学理论阐述的主流⑨，因而结构化理论是最

佳的行动理论⑩。然而，学界对于这一问题关注的侧

重点不同，由此也形成了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声音：郎

友兴认为，我们对结构化理论的理解从行动开始，或

者说行动对理解结构化理论具有本质性意义；赵旭

东认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提供了一种解释社会

的意义框架；郭强认为，最关键的应该是行动论，行

动论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核心部分，讨论结构化

理论必须讨论吉登斯的行动论，理解结构化理论也

必须把理解行动论作为基础甚至是全部内容。

依笔者看来，行动具有直接和基础性作用，对行

动的关注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行动论是结构化理

论的核心，不理解行动论就无法触及结构化理论的

核心。但仅关注行动或者行动论是不够的，行动和

行动论的前提是“知识行动”。一方面，行动者不是

“白纸一张”的行动者，行动者有其知识前提，不同知

识的行动者所采取的行动会迥然不同，因此需要有

知识的介入来观察行动者。另一方面，结构也不是

“铁板一块”的结构，是具有“知识价值”的结构，对结

构的构建本身也是对知识的重塑，其中还关乎“知识

价值”。可以说，知识在行动与结构中扮演的角色以

及可能的结果是问题核心链条的关键一环。这也就

解释了为什么吉登斯在结构化理论中出人意料地格

外关注“知识”，尤其是知识与行动的关系，并把建构

这种关系看作结构化理论的核心内容。

对于知识的观照，尤其是在知识—行动中对知

识的把握，是结构化理论不可回避的问题。知识与

其说是结构化理论的构成性要素，不如说它本身就

“参与了”行动，并在结构化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知

识参与”可以说是行动和结构得以发生并最终成形

的重要工具。

当我们以知识—行动的视角来审视结构化时，

不难发现“知识—行动—结构—知识(新)”的链条才

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完整逻辑闭环，那么自然也

就可通过一种接近形而上的抽离方式来重新展示吉

登斯的完整理路：一种“‘先在知识’与‘先在结

构’—行动与知识参与—结构化与知识生成—新结

构与新知识”螺旋式上升的结构化理论。在这个理

论中，行动者以其知识参与而凸显出来，不仅超越了

帕氏结构功能主义中“个体消失”的问题，而且打破

了结构功能主义的“稳定性”，展现出一种接近于马

克思的“双向对象化”的实践之维。

知识贯穿于行动—结构的始终并伴随着结构化

的过程，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先在结构”中的知

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行动者如何获得有效(准确)
的知识并在其介入下参与新结构的生成？新结构的

生成中知识如何固化成型？这不仅关乎宏大社会发

展变迁的现实问题，也关乎结构化理论中知识生产

和行动者赋能的问题。因此，对“知识—行动—结

构”的理解问题就需要转译成如何理解“知识生产—

行动者知识介入—新结构与新知识生成”的问题。

当今已然步入了知识时代，是一个“知识大爆

炸”——知识快速生产的时代。面对不断加速且眼

花缭乱的知识生产，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知识以便采

取知识行动？或者说，知识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知识

理论来支撑这个时代的发展？何种知识理论可以成

为知识时代社会前行的理据？围绕理论和现实的这

些问题，我们需要回溯至帕森斯的“知识陷阱”和吉

登斯的努力来予以回应。

二、帕森斯的“知识陷阱”与吉登斯的努力

在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中，个体知识呈现出

“静态”特征。其不仅未扮演促进社会进步的催化剂

的角色，反而成为固化社会的稳定剂并将知识生产

的前提割裂掉了。个体对知识的理解是对已有知识

的理解。个体在结构中不直接参与知识生产，个体

与知识之间是“割裂的”，知识作为一种“陷阱”，是

作为社会结构预先“安排”好的“框”，个体被装进这

个“框”内，从而产生出具有社会属性的人。社会化的

进程是知识化的进程，而知识化的进程则是固化社会

结构的过程。“知识陷阱”和“个体无能”是帕森斯结构

功能主义被诟病的主要方面。为此，作为对帕森斯

的结构功能主义的批判和创新，吉登斯从“打破稳定

的结构”入手，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出发，找出行动者

和结构的链接并动态观察这种演化，结构化理论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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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运而生。在结构化理论中，反身性(reflexivity)知识

参与是行动者和结构的链接得以形成及其演化得以

发生的前提条件。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实质是调和了帕森斯结构

论的内在矛盾并将行动—结构化纳入其中，其结构

化行动的思想凸显了吉登斯在修正以往行动论缺陷

上的努力。一方面，吉登斯从行动者出发来建构解

释框架，并预先认定了行动者是具有知识的行动者，

由此为知识行动开启了解释通道。这为展开分析知

识、行动以及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并阐释

了作为知识—行动的行动者在社会结构中所呈现的

结构性关联的模式。另一方面，吉登斯却不自觉地

陷入了帕森斯的“知识陷阱”。知识的永恒特性是建

构社会与个体，然而新知识和新结构“何以可能”的

问题却不是结构化所关注的重点，因而被视为一种

“既是媒介又是结果的自然而然的情景”。作为一

种知识，其一定有先在的范畴。我们不能局限于在

先在知识中谈论知识生产，这种知识行动的过程是

一种类似于“复制”的“维模”形态，对知识的更新和

社会的发展都缺乏解释力度，进而也不构成结构化

的核心内容。结构化作为一种理论范式有其非常优

越的宏观和动态的自主解释框架，但这种“自然而然

的默认发生”不能解释“何以可能”的问题，并且它直

接忽视了对不同知识行动的区分。这种情况也存在

于吉登斯的另一篇著作《现代性的后果》中，在那里他

直接“把作为一种地方知识的‘脱域机制’视为全球化

的重要前提”。但是，“植域”才是全球化的真正发

生。从“脱域”到“植域”的过程不是想当然的问题，只

有满足了一个重要的前提才能实现这种“自然而然”

的结构化进程，那就是当“先在结构”是一张白纸的

时候，行动者才能将自己的知识“植入”其中去建构

全新的社会结构。但这种情况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极

其罕见，尤其是在当今的全球化进程中则几无可能。

因此，吉登斯的努力并没有回答“异质空间结构

化何以可能”的问题，而是用一种在逻辑上默认的态

度假设了某种极端状况的出现以论证其结构化理

论。究其本质，吉登斯所代表的西方社会理论是以

一种“高高在上的欧美中心主义”的态度来判定“东

方必将从属于西方”。显然，问题还是问题，在逻辑

上“想当然”并不能解决问题。传统知识何以在知识

时代有效行动？西方知识何以能与现实国情相结

合？尤其是在当今社会，我们看到大量的知识并未

真正进入行动之中，甚至发生了行动与知识的割裂

及错配，知识时代知识危机的不断爆发正说明了当

今知识论的困境。

三、知识危机：知识和行动的割裂

知识与行动的割裂表现为：一方面，知识不参与

行动，或者说，知识不能有效(准确)地参与行动；另一

方面，行动的过程和结果不足以达成新的知识储备，

也无法有效提升知识运用的能力。正如米尔斯对其

时代(问题)的判断，当今时代是“一个不安和冷漠的时

代……遍布智识上和道德上的不安”，这构成了“当代

智识生活的普遍不适(malaise)”的一部分。这种“普

遍的不适感”或许正是当今知识危机的显影：知识还

能深度介入生活吗？知识还是行动的理据吗？行动

和知识的关系在知识时代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异？

首先，知识危机表现为“知识滞后”与“知识失

效”。进入知识时代以来，知识与行动的割裂表现为

“知识滞后”——尽管知识大爆炸，但行动中可凭借

的知识不多，呈现出了知识时代所特有的“知识无

效”“知识失效”的怪异情形。“知识滞后”表现为知识

生产具有时效性，知识时代对知识的更新和运用的

速度都明显超过以往社会——几千年的农业知识在

农耕运用中可能没有太大变化，而几十年的工业知

识就可能面临过时，尤其是知识大爆炸时代的知识

可能都无法“过夜”，陈旧的知识在加速变迁的社会

中表现出失能、失效、失语的奇特景象。因而，当前

能看到一种被称为“知识强制表达”而现实不断超脱

的“知识滞后”场景。一旦知识滞后，知识就难免演

化成为行动的依附——在依附行动中展开一种“马

后炮”式的知识工作。

其次，知识危机表现为“知识弱化”“知识隔

离”。“知识弱化”表现为：随着知识时代的到来，知识

不是“少了”而是“弱了”，知识在行动上的参与力下

降。与之相反的是，知识生产表现为数量级上的爆

炸增长，但知识范畴并没有因此扩大。知识解释力

在相关议题上呈现出戏剧性的“相互对冲”，真相被

海量信息遮蔽和掩埋，一种“后真相时代”下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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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感扑面而来。“知识隔离”一方面是由于知识分

化为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并制造了学科的边界；另

一方面则是由于各自领域的知识自我强化语境，甚

至是自我迷恋而产生了“知识墙”，不同知识领域的

不同学科缺乏有效的交流和对话。

再次，知识危机表现为“知识替代”“知识错配”。

这里出现了与“知识隔离”相反的情况——“知识替

代”和“知识错配”。一方面，现实世界感性材料的杂

多为多元化知识的生产和理解提供了可能，从而也

为知识的替代和错配提供了便利。这种情况不可避

免地导致了社会生活日益理性化的趋势，生活被打

着“专业”旗帜的科技知识所占领而呈现出一种非生

活化的陌生。另一方面，知识时代的知识传播主体

也在不断地个体化和“去中心化”，各种似是而非的

知识不断地混淆视听。这种情况多是受到了消费主

义意识形态的干扰，致使唤行动者混淆了“真实的需

要”与“消费的需要”。当外部知识取代或者错配日

常生活领域的内在常识，以致日常生活变得陌生而

无法理解时，捍卫常识才能成为知识时代的议题。

总的来看，当对未进入行动的知识展开反思——

发现知识错配或是没能准确把握知识行动的领域——

抑或知识本身存在问题时，也可能是因为对行动只

有表面的理解而未把握其本质意义。关于在现象学

哲学领域中所反映的“被遮蔽”的真相问题，即知识

流于表象的认知或者需要更换一种认知范式，究其

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陈旧的知识范式。指导当今经济社会发展

的知识范式仍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及之前的理论体

系当中。其既无法回应新出现的问题，也无法进行富

有成效的研究。随着一大批理论家们先后离世或研

究转向，对知识本身的思考后继乏人。新理论家们要

么是对传统知识“言必称希腊”的落后范式“抱残守

缺”，要么就是以“历史已经终结”的论断狂妄自大。

在这种知识范式下，他们对非西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

展进行了“陈旧知识范式的投射式研究”。而事实上，

这种“隔靴搔痒”式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一次次被

发展的事实状况所驳斥。这种窘状迫使部分西方知

识分子开始批判和反思自身传统的知识范式。

第二，行动超前并不断加速。随着信息技术的

普及、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

技术手段不断加速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经济社

会发生重大变革，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使得经济社

会运行加快，效率不断提升，社会发展日新月异。

传统的知识范式和认知范畴对当今社会的多样化加

速发展呈现失语症候，以致行动的超前和知识的滞

后形成鲜明对比，一种被称为“后现代性”的“碎片

化”理解虽然获得了一定的市场，但随之而来的知识

理解的“虚无主义”和“价值空虚”成为当下“无解”的

难题。总的来看，当今社会发展遇到的诸多问题缺

乏及时有效的理论回应。

第三，西方知识“蓝本”在异域“水土不服”。随

着全球化发展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和程度加深，以西

方经济社会发展为“蓝本”的知识体系面临域外经济

社会发展的冲击，“抽离出来的知识”在具体场景的

实践中遇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的问题(尽管吉登

斯在其现代性的阐释中强调一种源于欧美地方性知

识的“脱域”可能，并进一步将时空机制纳入更为一

般的“脱域”中去，但事实上，“脱域”之后的“再植入”

却面临着“水土不服”的问题)。尤其是东亚地区和

阿拉伯世界等自身有着较为独立而完整的知识文化

体系，社会生活方式也有别于欧美，这些地域对西方

知识界构成了陌生的言说语境，使得知识在“移植”

之后面临前所未有的“深度地方化”难题。

第四，在方法论层面，信息社会的大数据思维方式

和人工智能的运用，也使得传统的知识论面临方法论

危机。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决

策方式有意无意地依赖于海量数据和智能算法。传

统的理论逻辑推演在大数据算法面前逐渐弱化，大数

据思维方式更加注重问题的现实性和发生的实际状

况。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西方知识行动论在其

思维方式层面和方法论层面可能面临更为深重的危

机——数据替代知识、大数据思维方式替代理论逻辑

思维方式、人工智能决策方式替代理论的推演。无论

是知识论还是行动论，都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的缺陷。

总而言之，知识时代的知识表现出一种普遍的

无力感，这种知识运用的无力感实则体现为知识力

的下降——知识解释力和行动力双降。在知识爆炸

的时代，解读不是一种类型知识的特权，几乎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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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都参与到解读之中，其结果一方面是解释力相

互对冲，另一方面则是强制表达引发学科内知识霸

权的争夺和学科外知识的平庸化、娱乐化。解释力

对冲和解释力霸权必然拖累个体自主自发的行动

力，行动者、旁观者和凝视者均表现出无所适从的怀

疑，即普遍的对知识的不信任，知识意义的下降和知

识价值的贬低成为知识时代的知识宿命。

回顾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可以说整个现代社

会肇始于知识对行动的定义并在行动中获得理性知

识的“知—行互构”。但是，从知识危机的发生来看，

吉登斯的知识—行动二重性解释在逻辑上所呈现的

应然却不构成在实践中的必然，反倒是知识界将这

种知识—行动有意无意地上升为一种“知识与反身

性”从而忽略了“行动”的理论体系。因此，需要采取

一种“还原”的态度来对知识和行动的类型再次进行

分类探源，以便在源头上来弥合知识—行动的裂伤。

四、知行割裂的溯源：三种类型

在知识行动的类型中，对知识和行动之关系的

观察表现为一种近似形而上的抽离，这种观察法显

然不是对知识—行动的过程性和动态性的把握，而

是一种近似类型学的抽象理解——以一种接近“还

原论”的视角对知识—行动的类型展开审视，旨在从

源头上梳理前知识时代危机和知识时代危机之间的

差别，以便对知识—行动以及后续行动结构的生成

进行可能的路向描绘。其类型大致可以分为“无知

行动(或非知识行动)”“弱知识行动”“强知识行动”。

第一种类型可被称为“无知行动 (或非知识行

动)”。其行动与知识的割裂表现为两种常见样态：

一是“缺乏知识凭借”的行动。例如，在日常生活

中，我们可以看到部分学龄前儿童沉迷于手机的现

象——刷视频、玩游戏成瘾。这种未社会化或者社

会化不完全的个体所采取的行动不是一种基于正常

理性判断和知识凭借的行动。二是“不具备相关知

识”的行动。所谓“不具备相关知识”指的是个体在

行动指向的领域中不具备该领域的相关知识。例

如，在涉及专业领域的行动中，也存在不少“外行指

导内行”的现象。“无知行动”的生活化样态还有很

多，但不构成本文讨论的主要内容，故而悬置。

第二种类型可被称为“弱知识行动”。“弱知识

行动”主要是知识还不足以支撑行动的开展，或者对

行动指向的对象知之甚少。“弱知识行动”主要分为

以下几种境况：第一种情况是“不需要具备过多的知

识”，主要是日复一日熟悉场景的惯习性行动，只需

要具备一般的知识便能应付。这样既能节约时间和

精力，也不会产生不可控的后果，知识储备“浅尝辄

止”即可(这种情况不是本文所需深入阐释的“弱知

识行动”)。尤其是在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我们不可

能精通所有领域，应对日常生活中的诸多琐碎之事

并不需要储备太多的知识。第二种情况是“不具备

专业知识采取的行动”。这种“不具备”分为两个方

面，即“主观上不具备”和“客观上不可能具备”。所

谓“主观上不具备”指的是行动的指向应当具备相应

的知识而主观上未引起重视，忽视了应有知识的储

备而贸然采取行动，导致行动偏差。“客观上不可能

具备”是指面对创新领域，现实的认知条件和能力还

达不到，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

由现代社会的专家系统所构成的第三方知识介

入的个体行动可被称为一种现代社会所特有的“不

信任的信任性行动”。在吉登斯看来，生活在晚期

现代性的世界中的第二个困境就是“无力感”。所谓

“无力感”是指个体生活在一个近乎陌生的世界。

这种状态即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和《流动的恐惧》

中阐释的现代性的流变和加速流变所呈现的“液体

化流动的现代性样态”、丹尼尔·贝尔在《风险社会》

中描述的不确定性状态、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

认同》中描述的自我反身行动所呈现的错综复杂的

现代性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生活场景由熟悉变得

陌生，由熟知变得不可理解，甚至超出日常知识所能

理解和接受的范畴。因此，生活的控制和主动权被交

给了“第三方权威”，专家和专业知识由此介入——

建立起吉登斯所谓的“抽象系统”，而这些中介机构

和行动的机制是不为一般人所了解的，甚至是把人

的生活交给了“机器”。现代计算机算法已经左右了

人们的很多行为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服务，面对陌

生世界和“抽象系统”，人们似乎渐渐丧失了一种自

主控制能力，人的主体性被“挪用”，呈现一种被他人

占有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的本质是“陌生世界的

信任危机”，也即不得不信任一个不熟悉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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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类型可被称为“密集知识行动”，抑或是

“强知识行动”。“密集知识行动”一方面需要具备行

动指向领域(对象)的复杂知识储备，另一方面则又在

行动过程中不断积累和产生新的知识。通过开创一

个新的领域或者展开对新对象的研究，行动本身可

能会奠定某些领域的开创性知识和标准。在社会领

域中，这种行动则可能有助于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

会意义的生成。“强知识”也就意味着它既有参与行动

的“知识门槛”，也有知识生产和知识积累的发生。它

不是什么人都能采取的行动，其本质中带有一丝知

识精英的自恋。例如，特定知识的产生具有“先在结

构”的独特性，其先验性在于社会知识已经存在于社

会的“先在结构”之中，对于先在的社会结构，行动者

采取行动所凭借的知识是行动的前提。正因此，斯

特尔指出，知识也是行动和行动的能力。

知识不仅先于行动者的行动，还在行动中产生，

在行动中修正。曼海姆甚至认为“只有实际行动本

身才能产生知识”，而把知识生产放置于行动之中

(之下)。例如，“机动车拍牌”和“开锁”等行动可以演

化成为娴熟的专业技术知识，诸如此类的知识都被

行动者的行动过程以及所处的社会结构所定义、所

构建(对于“‘黄牛’代拍”“开锁盗窃”的合法和不合

法定义)。然而，这种“知识诞生于行动”的说法对于

“元社会”是有用的，但对于已经成形的社会而言，从

事元知识生产的空间和领域不具有普遍意义(有些

地方就不合法)。对于“先在结构”的社会而言，已有

的知识和经过行动者行动后更新修正的知识与“先

在结构”和“正在形塑的结构”是什么关系？换言之，

“双向形塑”的知识与行动对于行动者和社会结构的

更新演进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些才是知识行动者

下一步需要关注的问题。

五、理想化的拯救方案

将一种行动(通常是知识行动)以知识参与的方

式展开时，行动本身就有了知识判断。因此，“知识

为行动奠基”，行动中的合理性、合法(规)性、合目的

性都是在知识的参与下进行的。也因此，知识对行

动有着基础性、前提性的作用，这也就是帕森斯和吉

登斯都认可的知识效能。知识的这方面作用被教育

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这类知识甚至还有可能会上

升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不难发现，这一类知识行

动对于维系社会结构具有重大意义，“知识参与”是

一种“复刻”。事实上，知识行动不只是知识“复刻”，

在现实世界中，知识行动所呈现的是不断结构化的

过程，这种结构化进程的发生需要做另一个层面的

剖析，也即“行动也为知识奠基”。知识本身的合理

性、合法(规)性也需要结合时代对其进行内蕴分析，

比如知识背后的价值判断、真理与谬误、日常生活知

识与专业技术知识，甚至知识所处的时空情境等

等。此外，还需要对知识参与行动过程进行反思、调

整——“无数个体的知识行动不断调整、试错和形塑

自身，从而发掘潜在知识或找出知识的潜在合理性、

合法性因素，(这种知识)才有资格去说服政府和社

会”。正如马克斯·舍勒所指出的，知识不仅通过定

义建构行动者的行动和结构，还解构破坏行动和结

构，并且在具体知识运用过程中对自己进行反思和

修正，从而建构(改变)自身所依赖的基础。

在急剧转型的社会中，先在结构中的知识类型

是丰富的且不断动态调整的，知识—行动的双向奠

基实则是知识行动的实践性展开，这种展开表现为

知识与行动的互化过程。

首先，知识行动是内蕴结构的行动。行动的内

在结构主要受两大方面影响：一方面，作为知识的行

动，其本身在知识中潜藏了结构的维度，能称之为

“知识”的东西本身蕴含了不易察觉的结构(有的也

比较显见)。知识本身是有结构的，且知识内蕴结构

才能成为知识。例如，知识的合法性是知识本身内

蕴的一种被“法”所认可的结构。另一方面，社会结

构中的行动者自身携带了一种“先在结构”。行动者

不是无组织、无目的和无理性的，行动者本身潜藏着

一种社会先在的结构。

其次，结构也是包含知识行动的结构。一方面，

社会结构自身具备强大的先在的知识架构。这种知

识架构有适应其存在的，也有不适应其存在的，这种

架构本身就潜藏了多维性，其多维性也为个体的复

杂性、丰富性奠基。另一方面，社会不是一个空洞的

概念，而是由一个个行动者所组成的社会，行动者的

行动本身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所谓两者的统

一过程就是社会结构不得不面对不同的目的来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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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规律性过程(如恩格斯类比的“历史的平行四

边形法则”)。
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他巧妙地运用了“双

向阐释”来回应知识在行动与结构、个体与社会、主

观与客观之间所扮演的“二重性”角色。吉登斯的高

明之处在于将知识—行动的展开定义为一种结构化

的双向奠基过程。因此，需要将知识—行动置入知

识—行动—结构的分析框架之中。作为一种模糊对

待的策略——双向阐释或者双重建构，它不只是知

识与行动乃至知识与社会的相互定义问题。因为吉

登斯既没有找到行动—结构在知识搀扶下实践性展

开的知识实践的有效模式，也没有给出理论回应，

所以目前的行动理论是一种有缺陷的理论。其缺

陷的主要表现就是在知识、行动乃至社会关系中“缺

乏一条沟通的桥梁”，知识、行动、社会关系与社会结

构需要来自行动论的系统观照。这也是知识—行动

产生割裂以及当今社会知识发生重大理论失语危机

的原因。要想扭转知识时代的知识宿命，就需要修

补这种知识—行动割裂的缺陷，需要从马克思那里

汲取营养，把探索的焦点转向现实存在的社会和现

实存在的人。通过社会行动(social action)和社会交往

互动(social interactions)，知识—行动被引向一种“社

会中的行动”：让知识行动回归社会行动，让知识行动

者回到社会行动中来。这不是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

论回归到帕森斯的结构论，而是相反，是让知识从特

定的孤立化、凝固化、抽象化、形式化的绝对化和普遍

性的困境中“跳脱”出来，将知识与行动进而知识与社

会的关系独立放置于社会情境中进行活化研究。

可以说，社会行动包含了交往和互动，有交往互

动就有群体和类型，进而就会产生社会制度(规则)，从
赋予行动者的意义以及其自身生产的意义到旁观者、

凝视者、参与者、共情者的生活世界都是在知识搀扶

下建构的。“反过来说，所以知识也是由这个社会及其

特有的结构所决定。”无论何种知识都脱离不了社会

结构的干系(显性的和隐性的)。社会知识都是在社会

行动中产生和再生的，其过程可被称为“行动—结构

在知识搀扶下的实践性展开”。不难发现，在知识—

行动—结构的逻辑闭环中，知识是社会知识，行动是

社会行动，结构是社会结构。其中，既有先在的内容，

又包含了一定的建构性。因而，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

场景来抽象出一种绝对化的知识—行动—结构。在

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属性就内置于社会性之中。

因此，行动也一定是社会行动并内蕴着社会结构。

六、走向社会行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吉登斯在知识、行动和结构

的分析中将知识的合理性乃至合法性与以知识为基

础的社会理性的关系阐释为一种“结构性勾连”，这

种论断极具理论想象空间。由知识奠基的社会理性

想要浸染和形塑社会结构，仅凭已有的知识行动是

远远不够的，因而社会行动便呼之欲出。

社会行动是指，知识与行动的关联必须让知识

从特定的孤立化、凝固化、抽象化、形式化的绝对化

和普遍性的困境中“跳脱”出来，走向一种“社会中的

行动”，让行动指向知识奠基的社会实践，让知识行

动者回到社会行动中来。从西方的所谓“转向”来

看，无论是“语言学转向”，还是后来所谓的“经济哲

学”“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的转向，都分别集中关

注、探讨了作为各种社会维度而存在的语言、经济、

政治、伦理道德，亦即走向一种“社会转向”或者“转

向社会”(turn to society)。社会行动的本质是一种实

践导向型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如果说，传统知

识论注重对现代社会的理论思维和知识积累，那么

社会行动论关注的则是现代社会的行动逻辑和具体

实践的行动力，它更加注重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正如

马克思所言：“以往的哲学家都是解释世界，而问题

在于改造世界。”社会行动带着知识向前迈进一步，

成为马克思意义上的“改造世界”的桥梁和关键环

节。其中，知识行动通过社会的实践性展开和知识

介入下的交往互动逐步迈向社会行动。

第一，社会行动具有实践性展开的三重性特

点。涂尔干强调了社会的整体性，并将个体与社会

的关系置于一种社会决定论中来理解。帕森斯则是

将社会中的行动者看成社会与心理双重决定的结

果，社会对个体的支配通过规范要素来影响和约制，

以致吉登斯批判帕森斯“把行动的社会理论的路给封

死了”。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帕西(Paci)和卢卡奇

(Lukacs)，一致认为物化的客体化(objectification-as-
reification)是一种结构与行动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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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观点在批判中有所进步，在对现实问题的

回应上也颇有启发，但都没有真正回到马克思的“行

动的实践性”的理解上来。帕森斯、吉登斯等人都

意识到了知识行动对于结构的重要性，尤其是吉登

斯的“结构二重性”思想更是在知识—行动—结构层

面开启了互构思想的先河，但是对社会行动的说明仍

是一种缺憾和无力。“行动的实践性展开”一语中既包

含了知识，也囊括了价值立场，还包含了潜在的方法，

它甚至还把“无知行动”和“无意识的客体化对象”都

纳入了社会行动的观照之下。它将主客二者的对立

通过个体本质的社会性进行了重置，带着个体本质意

义进入现实社会，在参与现实世界的行动中更新知

识—行动(者)—社会——具备这三重属性才能被称

为“社会行动”。也只有将知识—行动(者)—社会与

结构进行创造性更新，改造世界才能成为可能。

第二，社会行动的时空边界离不开知识介入下的

交往互动。不难发现，社会性是实践场域的核心要

素。现实社会的丰富性与实践场域的大小有着密切

关系。在马克思看来，物质关系需要拓展到全球化时

空之中才能保证生产力自为自觉的自我更新。而在

哈贝马斯看来，这种拓展显然是在交往行动中展开

的。知识介入的重要性在于在“先在结构”中预留了

知识规则，从而预留了社会结构交互的可能。这种知

识规则的范畴越大，知识行动和交往的范畴则越大，

知识参与构建共识基础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无怪乎

舒茨、胡塞尔等人不断强调“主体间性”，而哈贝马斯

则将共识的基础放置于“主体间性”之上，从而通过交

往扩大“间性”，其本质在于知识参与下的交往行动才

能拓展出更为广阔时空下的社会行动，进而将实践场

域拓展到全世界——获得空前的社会性成为可能。

不难发现，尽管社会行动一定是一种知识行动，

但知识行动还不能构成完全意义上的社会行动。知

识本身包含共识可能，知识也具有社会性。然而，知

识行动只是社会行动的独特类型。在马克思看来，知

识生产与知识交往是同一过程的双重性展开。知识

交往的范围越大，知识生产的需求就越大。同理，知

识生产的动力越大，知识交往的冲动也就越强烈。在

现代社会，知识生产和交往的边界在全球化过程中不

断得到强化，这也进一步保证了知识生产与交往的生

命力。因此，因交往而构成的“共同生活”实则是拓展

了知识生产的边界，进而也构成了“物质关系”。

总之，社会行动的指向始终没有离开“知识社会

何以生存”这样一个宏大的命题。社会行动是以情

境化的知识为导向的行动类型。社会行动注重现实

的人及其生存的情境，关注当下和现实问题，关注实

际矛盾。社会行动不断将知识实践的主客体统一于

现实的问题和矛盾当中，从具体情境中获取知识，从

而有利于问题的分析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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